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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深入探讨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内在

关联，已成为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议题。论文识别了 1218个人口收缩县，并测度了收缩

县的碳排放强度；随后，使用空间分析方法识别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特征和关联性；并基于可解释的

贝叶斯优化XGBoost模型探索了人口收缩和碳排放强度、人口收缩与各类经济变量交互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

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口收缩整体以轻度为主，收缩县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偏低，二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

②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呈显著负向空间关联，二者关系具有明显区域差异；③ 人口收缩的特征重要性居中，总

体上其高值对应较高的碳排放强度、低值对应较低的碳排放强度，但不同样本之间仍存在一定异质性；④ 轻度人

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正向边际效应，而中度和重度收缩则表现为负向边际效应；⑤ 人口收缩与各类社会经

济变量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非线性影响。论文系统揭示了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丰富了收缩地区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认识，并为不同收缩阶段地区制定差异化减排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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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化石燃料的

持续燃烧已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1]。

CO2排放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对海平面上升、淡水供

应、粮食安全、生态平衡及人类健康均产生了深远

影响[2]。世界各国已普遍意识到，必须在维持经济

增长的同时大幅削减碳排放，实现经济与碳排放的

脱钩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目标[3]。作为全

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时，也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并已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4]。面对这一挑战，

中国提出了宏伟的“双碳”目标：在 2015年提交的国

家自主贡献(INDC)文件中，明确承诺CO2排放力争

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并实现在 2005 年基础上碳

强度降低 60%~65%[5]。该目标不仅是对全球气候

变化的积极回应，也强调低碳发展需统筹经济增长

与民生福祉，要求各地区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推进

绿色转型[6]。

人口收缩已成为全球普遍现象，深刻影响区域

与城市发展路径。欧洲多国、韩国和日本等均面临

人口收缩压力[7-10]，即便在总体人口增长的地区，局

部收缩现象也广泛存在[11]。在中国，人口收缩主要

源于部分地区内生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资本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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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向一线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单向集聚[12]。2020 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任务明确提出，中小收缩型城市需

“瘦身强体”[13]，标志着人口收缩已成为中国空间治

理的新命题。近 20年来，相关研究从现象识别逐步

拓展至机制解析与治理策略。早期聚焦于识别人

口收缩区域[14]，继而从社会、经济、产业与环境等多

维度探讨成因[15-17]，“精明收缩”“适应性规划”等治

理理念随之兴起[18-19]。近年来，研究重点转向评估

人口收缩引发的多重效应[20-21]，包括人均基础设施

成本上升、公共服务效率下降、社会凝聚力减弱等

社会经济问题[22-23]，并与贫困深化、住房市场波动、

土地闲置及环境退化等现象密切相关[24-25]。还有学

者指出，人口收缩可能具备城际溢出效应，将收缩

的不确定性传导至周边地区[15]。然而，人口收缩并

非必然导致消极后果，在适当条件下也可缓解交通

压力、改善环境，并为土地集约利用与空间重构提

供契机[26-28]。人口收缩的多重效应日益凸显，但现

有文献对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研究

仍较为有限，其内在机制尚未得到系统阐释，这也

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切入方向。

相较于人口收缩的社会经济效应，其环境效应

尤其是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研究。

现有关于人口变化与碳排放的讨论大多基于人口

增长背景，并普遍支持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

关系[29]。然而，在人口持续收缩的背景下，这一关

系是否仍然成立，抑或出现根本性转变，目前尚无

明确结论。有限研究表明，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

兼具双重影响：一方面，人口减少通常伴随人类活

动强度下降，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费、改善生态系统

功能，从而对减排产生积极作用[30]；另一方面，收缩

也可能导致城市空间结构松散、基础设施利用率低

下与能源效率下降，反而推高碳排放强度[31]。尽管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但仍存在

“人口收缩必然降低碳排放水平”的认知误区[17]。

事实上，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

具有不利影响[32]。其机制主要包括：集聚效应减弱

制约能效提升[33]、投资乏力延缓绿色转型[34]、超前基

础设施导致能效低下[35]，以及人才外流阻碍技术创

新[36]。上述研究多基于线性模型，尚未充分揭示人

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非线性

机制，采用非线性建模方法有望更精确地捕捉二者

间的内在关系。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明显不足：① 当

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多基于人口增长背景展开，对

人口收缩情景的关注较为有限，基于增长情景得出

的结论难以有效指导收缩地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

和目标；② 虽有研究指出，人口收缩可能对碳排放

产生双向影响，但其净效应究竟为减排还是增排尚

未达成共识，内在机制仍需深入厘清；③ 在研究方

法上，现有文献多依赖于线性模型，而人口收缩对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往往呈现复杂非线性特征，甚至

可能存在阈值效应，线性分析方法容易导致估计偏

差。近年来，机器学习方法的迅速发展为识别变量

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与交互效应提供了新的途径。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县域为研究单元，首先识别人

口收缩县域并测算其碳排放强度；其次，运用空间

分析方法揭示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在空间等级、

集聚格局及依赖关系方面的特征；最后，采用可解

释的贝叶斯优化XGBoost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考察

人口收缩及其与社会经济变量的交互对碳排放强

度的非线性影响，以期为收缩地区的低碳转型路径

与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本文边际贡献为：在视

角上，突破了人口增长的传统分析框架，聚焦人口

收缩情景下的碳排放响应机制；在方法上，引入可

解释机器学习，识别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与复杂交

互效应；在实践上，通过机制分析为人口收缩地区

的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排除 2020年新冠疫情对研究结果的干扰，除

人口收缩变量外，其余变量均采用 2010—2019年期

间的年均值。人口收缩的识别基于第六次与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变化的年均值，原因如

下：尽管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但中国及时采

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这些措施显著抑

制了人口流动，因此可近似将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

视为 2019年常住人口情况的滞后反映。通过人口

数据识别人口收缩县1236个。

探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对揭示区域低碳

发展机制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结合

本文的研究目标与既有研究成果，碳排放强度的关

键驱动因素主要可分为 11类：人口收缩、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占比、资本投资强度、企业

金融活动、土地市场活跃度、消费活力、政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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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固碳能力。首先，人口收缩是本文的核

心变量，其通过改变人类活动强度、能源利用效率

及空间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复杂的双向影

响[18]；人口规模则是另一项基础性人口变量，是影

响碳排放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对碳排放强度存在

正负两方面影响[37]。其次，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区

域碳排放强度差异的关键经济指标。已有研究表

明，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强度通常为“倒 U”型关系，

即初期经济增长会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而随着经

济水平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碳排放强度逐渐下

降[38]。产业结构也与碳排放强度息息相关，一般而

言，二产比重较高的地区工业活动密集、能源消耗

较大，而三产比重的提升则有助于促进产业低碳化

转型[39]。资本投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础设

施投资与产业扩张的活跃程度。固定资产投资占

比越高，往往意味着建设活动频繁、能源消耗强度

较大，从而可能推高碳排放水平[40]。在此基础上，

企业金融活动和土地市场活跃度也被纳入分析框

架，用以捕捉资本流动与空间开发对碳排放的间接

影响。前者在碳排放核算中被视为碳排放强度的

重要决定因素，其生产与价值链环节的活动水平直

接影响排放规模与结构；后者反映土地交易与开发

的活跃程度，对区域能源消耗和排放结构具有潜在

影响[41-42]。社会消费与政府行为同样在碳排放过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居民消费活力反映社会需求与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的重要社

会经济变量。一般而言，消费水平越高，能源消耗

与隐含碳排放随之增加，从而可能推高碳排放强

度[43]。政府投入则代表公共部门在经济活动与减

排治理中的作用。由于数据可获得性限制，本文以

财政支出额占GDP比重刻画政府投入，该指标与碳

排放强度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政府支出既可能通

过加大环保投入和推动绿色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

也可能通过建设等高碳项目导致碳排放强度上

升[17]。因此，将其纳入分析体系，有助于全面反映

政府行为在区域碳排放调节中的双向影响。此外，

科技创新与固碳能力分别从技术与生态维度揭示

区域低碳转型的内在驱动力。科技创新可通过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与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发挥积极减

排作用[44]。而固碳能力以植被丰度为代表，体现生

态系统吸收与固定CO2的能力，与碳排放强度存在

显著负相关关系[45]。

由于部分人口收缩县社会零售销售额这一指

标严重缺失(如西藏山南和昌都市的下辖县)，在剔

除数据缺失县后最终得到收缩研究单元 1218 个。

碳排放数据来源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发布的高

分辨率人为碳排放数据集 ODIAC(https://db.cger.

nies.go.jp/dataset/ODIAC)，该数据集提供 1 km与 1°

两种空间分辨率，本文使用 1 km 分辨率数据汇总

至县级尺度的碳排放总量。由于数据包含月度值，

利用ArcGIS Pro 2.8，以县域为单元将CO2总排放量

汇总为年度数据，再以CO2总排放量除以对应年度

的 GDP，得出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排放

强度)。土地市场活跃程度通过土地成交面积予以

量化，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s://www.

landchina.com)。鉴于现有年鉴缺乏县级专利统计

数据，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各区县专

利申请和授权数(1985—2019)》作为专利数据来源。

NDVI 基础数据源自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球

探测器网站提供的 30 m 空间分辨率 Landsat 8 OLI

(操作陆地成像仪)与 TIRS(热红外传感器)数据，其

计算公式为：NDVI=(NIR-R)/(NIR+R)，其中 NIR、R

分别代表近红外波段、红波段的反射率。在剔除

NDVI 值为负的像元后，处理得到的 NDVI 均值介

于 0~1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植被越茂密。其余社会

经济变量均来自 2010—2019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通

过各省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采集，极少数无法补齐的数据

采用相邻年份插值法予以填补。所有变量的详细

定义、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参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人口收缩和碳排放强度测度

基于第六次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

据，本文使用县域常住人口的年均变化率来区分人

口增长和收缩。具体公式为：

Pop.change =
■

■

|

|
||
|

| ■

■

|

|
||
|

|( )Pn2

Pn1

1
n2 - n1 - 1 × 100% (1)

式中：Pop.change表示县域人口变化率，n1表示收缩

判定的起始年份 2010年，n2表示收缩判定的结束年

份 2020 年，Pn1
和 Pn2

分别是 2010 年和 2020 年县域

的常住总人口。当 Pop.change<0时，表明县域正在

收缩，且负值越小，收缩程度越高。

基于 ODIAC 碳排放栅格数据，本文首先统计

2010—2019年每个人口收缩县域的碳排放总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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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相应年份的GDP总量计算得到碳排放强度，

具体公式为：

Cij = ∑
z = 1

n

Vijz (2)

CE ij = Cij /GDP ij (3)

CE j =
1

10 ∑
i = 2010

2019

CE ij (4)

式中：Cij为第 i年第 j个研究单元的碳排放总量，Vijz

为第 i年第 j个研究单元的第 z个碳排放栅格值；CEij

为第 i年第 j个研究单元的碳排放强度，GDPij为第 i

年第 j 个研究单元的地区生产总值；CEj为 2010—

2019 年间第 j 个研究单元的年均碳排放强度。其

中：i=2010, 2011, …, 2019； j=1, 2, …, 1218。

1.2.2  空间分析

空间分析主要分为三大方面：分析人口收缩和

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等级特征、通过单变量莫兰指数

分别分析二者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通过双变量莫

兰指数探索二者的空间关联[46-47]。对二者各自的空

间集聚特征分析包括两个步骤：首先，使用逆欧几

里得距离分别计算二者的全局Moran's I统计量，该

工具能计算对象整体分布的 Z值和 P值，以及范围

从-1~1的 Moran's I值，正值表示聚集模式，负值表

示分散模式(0值表示没有空间自相关)；其次，全局

空间自相关捕获了地理集聚的总体程度，但无法检

测特定类型的值(如正值和负值)集聚的地方。因

此，为发现每个位置周围的局部空间聚类状况，采

用局部 Moran's I统计量，输出每个位置的 Z 值和 P

值，以及置信度区间，所得统计结果的空间关联类

型，即高—高、高—低、低—高、低—低 4种类型。基

于双变量莫兰指数的人口收缩和碳排放强度空间

关系的计算和解读与上述流程类似，在本文中，双

变量莫兰指数反映了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空

间依赖性，取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两个变量在

空间上呈正相关，反之则反。

1.2.3  贝叶斯优化XGBoost

为深入识别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

其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本文选用XG‐

Boost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建模分析。该模型通过迭

代构建弱学习器并进行加权组合，能够有效刻画人

口收缩与能源消费、经济发展、消费活力等变量之

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及相互作用。同时，XGBoost

兼具高计算效率和较强的鲁棒性，可避免传统线性

模型因线性假设而造成的重要信息损失。

考虑到超参数设定将影响模型的稳定性和预

测精度，本文进一步采用贝叶斯优化方法对 XG‐

Boost进行超参数调优。贝叶斯优化通过构建参数

空间的后验概率模型并依据历史评估结果进行动

态更新，使模型能够在有限的迭代次数内高效逼近

最优参数组合[48]，减少试验成本并提升模型在处理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等复杂系统数据时的表现。

最终，本文通过贝叶斯优化得到最优 XGBoost 模

型，为揭示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

系提供了稳健而可靠的分析工具。

1.2.4  Shapley解释方法

XGBoost 虽能够有效刻画人口收缩与碳排放

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其内部决策机制较为复

杂，难以直接解释各变量的具体作用过程。本文采

用基于博弈论的Shapley解释方法(SHAP)对模型输

表1   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Tab.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ata sources

变量类别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其他解释变量

指标层

碳排放强度

人口收缩

人口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

非农产业占比

资本投资强度

企业金融活动

土地市场活跃度

消费活力

政府投入

科技创新

固碳能力

指标描述

单位GDP碳排放量

年均人口收缩率

人口总量

人均GDP

二三产产值占GDP比重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土地成交面积

社会零售销售额占GDP比重

财政支出额占GDP比重

万人专利数

植被归一化指数

数据来源

ODIAC

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土地市场网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国家知识产权局

美国地质调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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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进行解析。SHAP 值能够对应到每一个样本，通

过量化人口收缩、能源消费、财政支出等变量对碳

排放强度预测结果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来揭示

变量的作用机制，其中正值表示推动碳排放强度升

高，负值表示产生抑制作用[49]。

在全局尺度上，本文使用各变量 SHAP绝对平

均值作为特征重要性指标，以识别影响碳排放强度

的核心驱动因素，判断人口收缩在多因素系统中的

相对重要位置。在局部尺度上，结合每个样本的

SHAP 分布特征，可进一步揭示人口在不同收缩阶

段下对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化效应，从而为理解其非

线性边际效应及与社会经济变量的交互影响提供

细致解释。

1.2.5  加性局部效应方法

为深入探究人口收缩及其与关键社会经济变

量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在基于贝

叶斯优化调参的XGBoost模型基础上，引入了加性

局部效应 (additive local effects，ALE)分析方法。

ALE作为一种模型解释工具，可用于量化单个或多

个特征组合对预测结果的局部边际影响。该方法

的核心思路是将特征取值划分为若干区间，并在每

个区间内计算该特征对模型输出的平均变化，从而

刻画其边际效应。相较于传统的部分依赖图(Par‐

tial dependence plot，PDP)，ALE 在处理高维或强相

关特征时表现更为稳健，能够避免因样本稀疏或极

端值导致的估计偏差或过度平滑问题[50]。在本文

中，一维ALE用于分析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非

线性影响，二维ALE则进一步揭示人口收缩与其他

社会经济变量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联合边

际效应，从而更直观地呈现人口收缩在不同社会经

济情境下的调节作用与影响机制，深化对人口变化

与碳排放关系的理解。

2   中国县域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
空间分异

2.1  县域人口收缩的空间特征

将人口收缩程度分为轻度收缩[-0.01, 0)、中度

收缩[-0.02, -0.01)和重度收缩[-0.047, -0.02)三类。

其中：轻度收缩县域 576 个，占比 47.3%；中度收缩

399个，占比32.8%；重度收缩243个，占比19.9%，这

表明中国县域人口收缩以轻度收缩占主导(图 1a)。

县域人口收缩在空间上呈现由北向南、由内陆向沿

海逐级减弱的梯度格局。重度收缩县显著集中于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等老工业和资源依赖型区域，呈

现大范围连续分布，反映出产业衰退、人口外流与

区域发展动力不足的叠加影响。中度收缩县主要

分布在华北、黄淮一带以及西南山地丘陵地区，呈

现带状和片状并存的格局。这些地区虽具备一定

的农业基础或产业支撑，但产业升级和就业承载能

力相对有限，人口外流呈现持续但不剧烈的状态。

尤其是在西南地区，中度收缩县多分布于地形起伏

较大、交通联系相对不便的内陆县域，发展资源禀

赋受限，人口难以形成有效回流。相比之下，轻度

收缩县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及福建、浙江、江

苏等东南沿海区域，这些地区经济增长潜力较强，

产业结构较为完善，具备较高人口吸引力，因此人

口收缩程度整体较弱，县域人口规模相对稳定。

本文计算了人口收缩率的 Moran's I 值。全局

Moran's I为 0.241，对应 Z得分为 4.03(P<0.01)，说明

中国已经形成了收缩县的集中分布。为进一步分

析收缩县的空间异质性，基于局部 Moran's I 获得

LISA图(图 1b)，并基于 Z得分与 P值共同判定局部

空间聚类的显著性。由分析结果可知，全国 4种集

聚类型县的数量分别是：高—高集聚型 412个、高—

低集聚型 40 个、低—低集聚型 165 个、低—高集聚

型 99个，这意味着中国县域收缩分布呈现显著的局

部空间正相关性，即在空间上主要呈现高—高集聚

和低—低集聚的模式。

4 种聚类呈现明显的片区特征：高—高集聚主

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与华南沿海。例如，山东的青

岛、烟台、威海等市在城市群虹吸效应下存在人口

外流，但由于产业结构较优、发展基础较强，收缩表

现相对稳定；而华南的湛江、茂名、玉林等市则受与

珠三角显著的经济梯度影响，劳动力持续向核心城

市迁移，形成人口收缩的集聚片区。低—低集聚集

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中东部，如鹤岗、双鸭山、阜

新、通辽等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产业转型受

阻，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加速外流，区域呈现整体性

的衰退型收缩特征。此外，高—低与低—高聚类多

沿区域内部边缘分布，体现出人口收缩在县域层面

存在的邻近离散与梯度扩散特征。

2.2  人口收缩县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特征

碳排放强度分为低碳排放强度[0, 0.5) t/万元、

中碳排放强度[0.5, 1.0) t/万元和高碳排放强度[1.0, 

8.006792] t/万元三类。其中，低碳排放强度的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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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66 个，占比 87.5%；中等碳排放强度 100 个，占

比 8.2%；高碳排放强度 52 个，占比 4.3%，这意味着

县域碳排放强度以低碳排放强度占主导(图 2a)。县

域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南低北高”梯

度分布格局。高碳排放强度县主要集中于辽宁、内

蒙古中部与西部、山西以及新疆北部等资源型与重

工业集聚区，这些地区以煤炭开采、冶金加工及能

源加工为主，能源结构以高碳排放的化石燃料为核

心，因而形成明显的高排放核心带。中等碳排放强

度县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带、黄土高原

中部以及西南部分内陆地区，其产业结构和能源利

用水平正处于由高碳向较低碳转型的过渡阶段，排

放水平相对中等。相比之下，低碳排放强度县广泛

分布于东部沿海和南方大部分地区，形成连续的低

图2   县域碳排放强度空间特征

Fig.2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t the county scale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1   县域人口收缩空间特征

Fig.1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t the count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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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区，该区域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和新型制造业占

比较高，能源利用效率更优，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

本文计算了碳排放强度的 Moran's I 值。全局

Moran's I 为 0.15，对应 Z 得分为 2.51(P<0.01)，说明

具有相似特征的碳排放强度单元在空间上是聚集

分布的。为进一步分析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局部Moran's I获得LISA图(图 2b)，并基于Z得

分与 P 值共同判定局部空间聚类的显著性。由分

析结果可知，4种碳排放强度集聚类型县的数量分

别是：高—高集聚型 203个、高—低集聚型 35个、低

—低集聚型 530个、低—高集聚型 117个，县域碳排

放强度分布呈现显著的局部空间正相关性，即在空

间上主要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模式。

4 种聚类的片区模式如下：高—高聚类主要分

布在东北三省、内蒙古、河北、山西和新疆北部等资

源型地区，形成了显著的连片收缩区。这些地区多

以煤炭等化石能源资源为主，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传

统的高碳密集型产业，产业转型的难度较大。例

如，山西省大同和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受制于资

源型产业结构，尽管面临能源转型压力，但高碳产

业仍占主导地位，造成较高的碳排放强度。此外，

东北地区的采暖需求集中，冬季集中供热主要依赖

煤炭，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在这

些高碳排放县域周围，低—高聚类均匀分布，尤其

在山西和河北部分区域，往往是高碳地区的周边县

域，受周边城市群影响，虽然排放强度较高，但与核

心城市相比稍低，形成“外围依赖”现象。低—低聚

类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的东部沿海与中

部丘陵平原地区，形成了大范围的低碳排放连片区

域。该区域产业结构相对成熟，服务业与先进制造

业占比较高，能源结构清洁化进程较早，碳排放强

度整体较低。例如，湖北荆州和江西南昌所在区域

在推动产业升级与能源替代方面成效较为突出，低

碳转型基础坚实。高—低聚类则多出现在中部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过渡带，通常位于低—低集聚区

域的边缘。此类地区一方面承接了沿海地区外迁

的加工制造和部分高耗能产业，导致自身碳排放水

平相对升高；另一方面，周边地区产业结构更趋低

碳，形成排放差异的空间镶嵌格局。

2.3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耦合

为进一步揭示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

联 系 ，通 过 计 算 得 到 二 者 的 全 局 Moran's I 为

-0.106，对应 Z得分为-1.75(P<0.01)，表明二者存在

显著的负向空间相关性。通过双变量局部空间自

相关分析，基于Z得分与P值，进一步识别了人口收

缩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图3)。其中，高—

高集聚型 61 个、高—低集聚型 254 个、低—高集聚

型 85个、低—低集聚型 128个。高—高集聚和低—

高集聚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北与华北资源型区域，呈

现明显的连片分布格局。其中，高—高集聚主要集

中于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部分

资源型县域。这些地区长期依赖煤炭等高碳产业，

人口持续外流与产业高碳路径叠加，形成“人口收

缩—高碳排放强度”的典型区域。低—高集聚多环

绕在高—高集聚外侧，分布于辽宁北部、吉林西部

及冀北—晋北交界带，表现为对核心资源型区的产

业与能源结构依赖。相比之下，高—低集聚与低—

低集聚类型主要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

东部沿海及长三角部分县域呈现高—低集聚，人口

收缩程度较轻、产业结构升级推进较快，碳排放强

度维持在较低水平。而低—低集聚则广泛分布于

中部丘陵与西南山区，这些地区工业基础较弱，人

口主要外流至省会或沿海中心城市，本地碳排放强

度整体偏低。整体来看，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在

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耦合格局，但这仅是二者的空

间组合关系和共现状态，并不代表人口收缩对碳排

放强度的具体作用机制或因果效应。

图3   县域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

Fig.3   Bivariate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t the county scale

1174



第6期 冯章献  等： 中国县域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空间分异及关联机制研究

3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的关联机制

3.1  模型优化结果

本文利用 Optuna 框架中的 TPE 贝叶斯优化算

法，对 XGBoost模型的参数进行自动化调优。TPE

算法属于一类高效的概率模型优化方法，可依据初

始采样结果动态调整参数搜索空间，进而迅速确定

最优参数配置。从图 4a 可以看出，在优化初始阶

段，目标函数值迅速下降，随后随着迭代进行逐渐

趋于平稳，并最终实现收敛。图 4b所展示的参数重

要性分析表明，子样本比例与列采样率是决定模型

性能的两个最重要参数。图 4c、4d中的等高线能够

直观地识别不同参数组合对目标函数值的影响模

式，图中颜色深浅与目标函数值呈负相关。图 4e

则通过多维可视化方式，呈现了超参数取值与目

标函数值之间的映射关系，其中纵轴代表各超参

数的数值，而颜色深浅或线条粗细则对应目标值

的大小。经过系统优化，最终确定的最优参数组

合为：决策树数量 100，最大深度 9，学习率 0.012，

子样本比例 0.608，列采样率 0.648，分裂最小增益

0.285。

基于上述参数设定，本文选取均方误差(MSE)、

均方根误差(RMSE)、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决定系

数(R2)4个指标对模型表现进行综合评估。MSE反

映预测结果与实际值之间误差平方的平均水平，其

平方根即 RMSE，二者数值越低说明模型精度越

高；MAE 刻画预测误差绝对值的平均水平，相比

MSE和 RMSE，MAE对异常值更具稳健性，数值越

小表示拟合效果更优；R2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取

值范围为 0~1，越接近 1 代表模型解释力越强。实

证分析表明，整体结果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模

型性能均满足 MSE<1、RMSE<1、MAE<1 且 R2>0.6

的基本标准，验证了训练的有效性；其二，训练集的

MSE(0.001)、RMSE(0.043)、MAE(0.031)和 R2(0.974)

明显优于测试集对应指标 (0.047、0.116、0.109 和

0.783)，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出了优异的拟合性能，

尽管在测试集上的泛化能力有所下降，但初步验证

了机器学习方法在捕捉县域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

度之间复杂非线性关系上的潜力。

3.2  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分布

利用 Shapley解释贝叶斯优化XGBoost模型的

训练结果，图 5a 给出了基于各变量 Shapley 绝对平

均值的总体特征重要性及排序，各变量的重要性从

上到下依次递减。由于变量的全局重要性无法为

局部尺度的关系提供证据，因此使用局部特征重要

性图(图5b)进一步阐明本文发现。固碳能力是影响

碳排放强度的首要因素，其高值总体对应较低的碳

排放强度，符合常规认知(植被的固碳功能对碳排

放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反映了区域内植被丰度

的积极作用。非农产业占比在特征重要性中排名

靠前，但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

较高的非农产业比例通常意味着制造业、建筑业等

高排放部门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非农产业占比

较高的县可能同时具备较为发达的第三产业，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碳排放。人口规模与碳排放强

度整体表现出负向对应关系，人口规模小的收缩县

可能因规模经济效应不足而排放强度高，而相对较

大的人口规模则有助于通过经济集聚效应降低碳

排放强度。企业金融活动与碳排放强度整体表现

出正向对应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信贷扩张刺激了高

碳部门的规模增长，而绿色金融机制尚不完善进一

步强化了这一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

整体表现出负向对应关系，表明经济水平提升通常

伴随能源效率的提高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普及。人

口收缩的重要性在各项指标中居于中等水平，其高

值样本更多对应较高的碳排放强度，而低值样本则

更多对应较低的碳排放强度，表明人口收缩与碳排

放强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联特征。资本投资

强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未呈现明显的方向性(正或

负)特征，原因可能在于部分地区的投资流向基础

设施和重工业从而推高排放，而其他地区则可能倾

向于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政府投入与碳排放强度

整体表现出负向对应关系，表明政府增加投入有助

于抑制碳排放，反映出政府在减排方面的措施取得

一定成效。消费活力与碳排放强度之间未呈现稳

定的方向性特征，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通常会导致碳

排放强度上升，但其具体影响受消费结构制约；在

推行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的地区，较高的消费

潜力也可能与较低的碳排放强度并存。土地市场

活跃度的重要性较低，且与碳排放强度之间未呈现

明显方向性特征，这可能是因为土地市场对碳排放

的影响更多是间接的。科技创新与碳排放强度之

间未呈现明显方向性特征，这可能源于县域创新能

力有限，以及技术创新是否聚焦于绿色低碳领域；

在当前阶段，科技创新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尚未

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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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口收缩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

前文的特征重要性分析为变量与碳排放强度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初步见解。然而，仅依赖特征重

要性难以揭示变量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为此，进一

步利用一维 ALE 方法刻画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

之间的边际效应，结果如图 6所示。由图 6可知，轻

度收缩对碳排放强度表现出正向影响，随着轻度人

口收缩程度加剧，碳排放强度相应上升，表明在轻

度收缩阶段人口流失尚未引发明显的产业退出或

能效提升，反而劳动力减少和规模经济效应减弱，

导致单位产出排放上升。此类现象多见于东部沿

海部分县域，其人口轻度收缩主要受核心城市虹吸

效应影响，本地经济仍保持一定活跃度，但公共设

施与产业体系的运行效率有所降低。中度人口收

缩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转为负向，表明收缩程度的

加深改变了产业结构并促使能源消费量下降，碳排

图4   贝叶斯算法优化XGBoost过程

Fig.4   Process of Bayesian optimization for the XGBoo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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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强度逐步降低。该趋势在中部及东部部分地区

较为显著，伴随传统产业外迁与能源结构优化，人

口收缩所带来的减排效应逐渐显现。同时，中度收

缩对碳排放强度也存在着短暂的正向影响，反映出

部分县域进入中度收缩初期时，产业结构调整尚未

完成，经济衰退速度超过碳排放下降速度，该现象

多见于资源型或重工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

重度人口收缩的影响为负向，持续的人口收缩削弱

了消费需求与投资活力，促使高耗能产业逐步退出

或陷入低水平运行，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这一模

式在东北、内蒙古及中西部欠发达县域中尤为典

型。当人口收缩程度低于-0.042时，估计结果超出

95%置信区间。

3.4  人口收缩与其他变量交互对碳排放强度的非线

性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人口收缩与社会经济变量交互

对碳排放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本文采用二维ALE方

法进行分析(图 7)。二维 ALE 结果显示，人口收缩

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在重度收缩中期至轻

度收缩且人均收入高于 10000元的较大区间内，对

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接近零，表明在这些地区，人口

收缩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并未对碳排放强度产

生明显扰动。而在人均收入处于 5000~10000元的

区间内，交互效应随人口收缩程度加深由正转负，

即在轻度收缩时推升碳排放强度，重度收缩时则抑

制碳排放强度。这一现象说明，在经济相对滞后的

县域，轻微人口收缩可能导致产业活力下降从而推

高碳排放强度；但当收缩加剧，产业活动与消费需

求同步萎缩，反而促使碳排放强度降低。在重度收

缩背景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二者交互效应

由负转正，意味着经济水平较低时收缩有助于碳减

排，而随着经济水平上升、产业升级滞后与消费需

求扩张，碳排放强度随之上升。

人口收缩与政府投入的交互效应呈现明显异

质性。当人口处于重度收缩且政府投入占 GDP比

重为 0.05~0.25，或轻度收缩且政府投入高于 0.25

时，交互效应为正向，推升碳排放强度，表明在人口

收缩较严重或轻微收缩的地区，政府投入可能未能

有效逆转收缩趋势或推动绿色转型，反而因公共建

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带来额外能耗，从而提高碳排放

强度。而当轻度收缩且政府投入维持在 0.05~0.25

的中低水平时，交互效应转为负向，抑制碳排放强

度，说明在轻度收缩且财政投入偏低的县域，资金

不足与人口收缩共同降低了碳消费需求，这一现象

在中西部县域较为典型。

人口收缩与非农产业占比的交互同样呈现复

图6   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预测值的加性效应

Fig.6   Additive effect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on predicte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注：图 b 中每个点表示相应特征对某个样本的具体贡献，红蓝点分别代表每个变量的高特征值和低特征值，

SHAP值高于零和低于零分别表示该变量对碳排放强度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图5   贝叶斯优化XGBoost的SHAP特征相对重要性

Fig.5   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 (SHAP) feature importance based on Bayesian-optimized XGBo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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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特征。在中度收缩且非农产业占比为 0.3~0.38，

或重度收缩中期且非农产业占比处于 0.95~1时，交

互效应对碳排放强度均呈正向影响。在这些区间，

人口收缩与较高或较低的非农产业比重相结合反

而提升碳排放强度，其原因可能包括：低非农产业

占比地区产业结构较为粗放，而高占比地区则常依

赖高能耗制造业，人口收缩未能改变其产业路径依

赖。而当重度收缩后期且非农产业占比处于 0.3~

0.4 或 0.8~1，交互效应才表现为负向，有助于碳减

排。在显著收缩背景下，产业结构存在“分化效

应”，部分地区因产业空心化或服务业转型削弱了

碳排放强度。此外，在非农产业占比较高(0.95~1)

且轻度收缩和中度收缩的县域，交互效应同样为负

向，可能与该类地区第三产业较发达、对高碳行业

依赖较低有关。

在人口收缩与资本投资强度的交互中，大部分

区域效应接近零，二者结合未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显

著影响。但在少数区间，即人口收缩处于重度收缩

后期时，交互效应随资本投资强度水平提高由正转

负，此时人口收缩影响较弱，资本投资强度的调节

作用更为突出，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从而增强碳减排效果。

人口收缩与企业金融活动的交互结果显示，负

向效应主要出现在重度收缩前期且金融消费活力

为 1.2~1.9时，较高金融活力可缓解经济冲击，推动

企业绿色投资与低碳技术改造，从而降低碳排放强

度。正向效应则主要出现在轻度和中度收缩的金

融区域，尤其当金融活力为 1.25~1.95时，以及在中

度及重度收缩区域且金融活力较低(0.15~1.2)时，表

明这些区域内金融活动更多服务于传统产业或短

期经济刺激，反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具体而言，

在收缩程度较轻的地区，高金融活力通常对应较强

经济基础和较低收缩水平，但若金融支持侧重于短

期刺激或传统行业，仍会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而

在收缩较严重区域，即使金融活力较低，人口流失

压力与高碳产业依赖仍使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未

能实现低碳转型。

在人口收缩与土地市场活跃度的交互中，轻度

收缩且土地交易面积为 0~175 hm2时，交互效应为

负，抑制碳排放强度，说明适度土地流转可优化资

源配置，促进土地利用低碳化。但当土地交易面积

超过 650 hm2时，交互效应接近零，土地市场的主导

作用掩盖了人口收缩的影响，碳排放强度变化主要

受土地交易规模驱动。

人口收缩与固碳能力的交互在多数区间内为

零或负值，符合预期，即植被覆盖与生态质量提升

通常可抵消人口收缩的负面效应。但在部分重度

图7   人口收缩与社会经济变量交互作用

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Fig.7   Interaction effects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on predicte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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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地区且固碳能力为0.16~0.22时，交互效应呈正

向，该类地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严重收缩背

景下同时面临生态退化与高碳产业依赖，闲置土地

治理不足，低碳转型困难。

人口收缩与科技创新的交互效应随收缩程度

加深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由正转负，碳排放强度逐

渐下降，科技创新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收缩带来的

负面影响，推动技术升级与能效提升，使收缩与低

碳发展之间形成“反向调节”。

在人口收缩与人口规模的交互中，当人口规模

为 20万~45万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规模约束：部分

重度收缩下交互效应为正，该类中等规模县域在显

著收缩下经济下行压力大，碳排放强度升高；轻度

或中度收缩时交互效应转为负向，说明适度收缩配

合一定人口规模更易通过人口流动和产业优化实

现碳减排。

在人口收缩与消费活力的交互中，大部分区域

效应接近零，表明消费水平对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

度关系的调节作用有限，未呈现显著非线性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识别了

1218个人口收缩县，并使用ODIAC数据集，定量测

度了收缩县的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

分析方法识别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空间

特征和关联性；随后利用可解释的贝叶斯优化XG‐

Boost 模型探索了人口收缩和碳排放强度、人口收

缩与各类经济变量交互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主

要结论如下：

(1) 中国县域人口收缩总体上以轻度收缩为

主，但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南北差异与集聚特征。

重度收缩县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中度收

缩主要分布在华北、黄淮一带以及西南山地丘陵地

区，而轻度收缩县分布较为分散。全局与局部空间

自相关结果进一步揭示，县域人口收缩在空间上表

现为高—高和低—低的显著集聚格局，分别对应于

山东半岛与华南片区，以及东北和内蒙古地区。

(2) 中国县域碳排放强度整体以低水平为主，

但呈现由南向北递增的空间格局。中高碳排放强

度县集中在东北、内蒙古、山西和新疆等资源型地

区，而东部和南部地区则普遍保持低水平。全局与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碳排放强度具有

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两

种模式。前者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后者则集中在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3) 县域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存在

显著的负向关联。在东北、内蒙古及山西等资源型

地区，高人口收缩程度与高碳排放强度耦合；而在

东部和南方地区，低人口收缩程度与低碳排放强度

耦合。中西部部分县域虽呈低碳特征，但更多源于

经济基础薄弱、产业水平有限。

(4) 人口收缩对碳排放强度的作用具有显著的

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在轻度收缩阶段，人口流失

具有推高碳排放强度的趋势，反映出劳动力减少和

规模效益削弱带来的潜在能耗上升；随着收缩加

深，其效应逐渐转为负向，产业外迁和能源结构优

化带来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趋势；而在重度收缩的初

期，部分资源型和重工业县域会出现短暂的反弹，

直到持续收缩推动高耗能产业退出后，对碳排放强

度的影响才重新变负。“波动式”的非线性效应揭示

了人口收缩的减排效应具有条件性和区域差异性，

只有在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转型同步推进的背景

下，收缩过程才能真正转化为碳减排动力。

(5) 人口收缩与经济发展、财政投入、产业结

构、金融活力、土地利用、生态条件及科技创新等因

素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和

区域异质性特征。总体上，在经济水平较低、财政

投入或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地区，人口收缩常与高

碳路径相叠加，推高碳排放强度；而在产业升级、金

融支持绿色投资、科技创新和生态恢复等条件较优

的地区，人口收缩则可能与低碳转型形成协同效

应，带来减排效果。不同变量在特定区间内对收缩

效应具有放大或削弱作用，说明人口收缩对碳排放

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过程，而是受到多重社会经济

和环境因素的制约与调节。

人口收缩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现复杂的非线

性关系，并受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财

政投入、金融活力、科技创新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

响。这一结果表明，人口收缩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减

排效应，其作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与

制度环境。在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背景下，应构建

分层化的低碳调控与再生策略。对于轻度收缩地

区，应着重通过调控经济发展方式、政府投资结构

与金融资源配置，防止轻微收缩引发产业活力下降

与碳排放上升。强化绿色创新驱动，合理控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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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资规模，促进土地与财政资源的高效利用，可

有效削弱收缩带来的碳约束风险。对于中度收缩

地区，应以增强系统韧性与促进产业再生为核心，

推动非农产业多元化和基础设施更新，优化政府投

入方向，鼓励绿色金融与生态修复项目，以防范产

业结构僵化与能源效率下降。对于重度收缩地区，

应转向“有质量的收缩”路径，通过生态修复、产业

转型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推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

单位产出的碳效率。特别是在老工业区，应强化能

源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应用，构建以低碳再生为导

向的发展模式，实现人口收缩背景下的高质量绿色

转型。

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基于中国县域尺

度展开，但由于不同层级行政区划在经济与社会结

构上存在差异，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

来研究可扩展至地级市和城市群等类型，构建更分

层、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其次，采用的机器学习

方法虽在预测精度和非线性识别上优势明显，但缺

乏因果推断能力，后续研究可结合时间序列数据，

深入探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再次，未充分考虑空

间异质性，各地人口收缩与碳排放的关系可能受地

理与经济因素影响，未来可引入地理加权机器学习

等方法加以改进。最后，现阶段关于人口收缩与碳

排放关系的系统研究仍较为薄弱，尤其是在具体数

据的可获得性和理论框架的完善方面，相关领域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结合多源数据以及

分区域的实证分析，拓宽现有理论框架，从而为理

解人口收缩对碳排放的长期影响提供更为全面和

系统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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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s of association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ese counties

FENG Zhangxian1,2, XIE Mingke1*, WANG Shijun1,2, QI Ao1, LONG Wang3, GUAN Haoming1,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chun 130024,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zhou University, Hezhou 542899, Guangxi,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CEI) has recently be‐

come a prominent research topic. Exploring their intrinsic link is crucial for promot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and achieving carbon reduction goals. This study identified 1218 shrinking counties and measured 

their CEI. Spatial analysis was first applied to reveal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associa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CEI. Subsequently, an interpretable Bayesian-optimized XGBoost model was employed to exam‐

ine the effects of population shrinkage on CEI,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ve impacts between shrinkage and various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Population shrinkage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was general‐

ly mild, shrinking counties exhibited relatively low CEI, and both of them displayed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

ing. 2) Population shrinkage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EI, although the strength of this 

relationship varied across regions. 3) In terms of feature importance, shrinkage ranked at a medium level; at the 

local scale, high shrinkage was linked to high CEI, while low shrinkage corresponded to low CEI. 4) Mild shrink‐

age exerted a positive marginal effect on CEI, whereas moderate to severe shrinkage produced a negative margin‐

al effect. 5)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hrinkage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had pronounced nonlinear impacts 

on CEI.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eale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hrinkage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reby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shrinking re‐

gions and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across area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shrinkage.

Keywords: population shrinkag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ayesian-optimized XGBoost; nonlinear relation‐

ship; interac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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